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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标题是受王正毅教授的启发，他在一次会议中提出“建构‘中间地带’”的概念。不过，选择
“中间地带”作为关键词主要还是基于对历史的重新考察。

① 本文所提“亚洲”是指当时中国亚洲外交的主要活动范围东亚和南亚地区，用“亚洲”是为文字简洁
一些并符合历史的情况。

重建“中间地带”
———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 1949—1955 年)

牛 军

内容提要 1954 年夏季—1955 年春季，中国的亚洲政策发生了重大

转变。在经历了中苏结盟及其之后的一系列重大事变后，毛泽东重新提

出“中间地带”思想，将“中间地带”特别是其中的亚洲地区界定为改变世

界政治版图的重要战略空间，这里对中国地缘安全具有特殊意义。后来

的发展表明，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将这里看作是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的

“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新的战略竞争的一个

主要舞台。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是中国构建“中间地带”努力的开端，它

打开了一个重塑冷战并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间地带 亚洲政策 缘起

本文旨在探讨导致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和在 1950 年代中期出现飞跃性发展

的主要内容、动力和过程。①以往的一些研究认为，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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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都是在全球战略层面思考亚洲地区问题的，本文的研究并不否定这个基本判

断。① 不过，大量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外交档案证明，毛泽东等对亚洲地区问题的

思考和此时期他们针对该地区一些问题制订的政策等，有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含

义。从后来的发展看，中国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实践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

的基础和空间，中国因此建构起新的国家身份和认同。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影响重

大的是这种变化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渴望更加迅速地克服

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战略性缺失和获得更强大的世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以往

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苏结盟、中美对抗和主要事件，对中国对

外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亚洲政策缺少深入的探讨。冷战、中苏关系与中美

对抗、亚洲地区国际体系的变动和中国的内部事务等等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

固然是中国亚洲政策得以发生的基本背景，也是探讨中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结构。
本文试图在这个结构中勾画出中国亚洲政策缘起的轮廓和线索，国内外新外交档

案的发现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本文将对中国亚洲政策的研究置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之下，这个概念是毛

泽东在 1946 年 8 月提出的，他习惯性地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当时地缘政治和世界政

治中正在展开的关键变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及欧洲衰落之

后，美苏之间的地缘空间中的那些政治力量大致都可以用“中间的”来概括，并将

对世界政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1954 年夏季，中国的亚洲外交进入一个十分活

跃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重新使用这个概念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和解释对外

政策的调整，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连贯的论述逻辑，故有必要根据新出

现的历史文献重新界定“中间地带”思想的内涵和长期影响。本文论述涉及的东

亚和南亚地区并不是毛泽东用“中间地带”概括的全部地区，将这两个地区作为研

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之外展开外交活动的主要空间。

一、“中间地带”: 一种新认同的缘起

20 世纪初，中国兴起的政治思潮和革命运动都证明，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的

所有精英基本达成了共识，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是否能

自觉和坚决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代表者为孙中山的名言: “当今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领导人同样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

且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甚至还要更紧密、更具体。这主要表现为他

们笃信，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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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牛军:《“回归亚洲”: 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62—63 页。



途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演变尽管极为复

杂，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是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关，“反苏”必然“反

共”，而“和苏”就会“和共”。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共领导人对国共关系变化的每次

判断，都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状态及美英法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作为重要的

依据。
抗战结束后，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

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反苏反共，国民政府则是“在反苏时又必望

连上共”。① 这种将国共之争视为美苏之争的看法有两层含义: 一是中共与苏联是

连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二是中共中央因此需要同苏联协调政策，中共的政策要适

应苏联的对华政策。不过到 1946 年 3 月东北内战爆发之际，中共领导人的看法出

现了重要的变化，他们当时不再认为中国的形势发展同美苏关系有那么紧密的联

系，中共有必要根据新的现实来决定战略和对外政策。从 1946 年初起，毛泽东就

在寻找机会在东北同国民党军队打一场大战以确立中共在东北的地位。3 月间，

毛泽东下决心不惜通过战争来控制北满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过党内也有人担

心东北大打有可能引起全面内战，甚至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这时丘吉尔刚刚发

表富尔顿演讲，有关美英苏再度爆发冲突的国际舆论沸沸扬扬。中共中央因此确

实需要解释，世界形势的变化到底对中共的战略将有何种影响，以及中共的政策与

美苏关系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
针对上述疑问，毛泽东在 4 月写了一个简短的文件表达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些

新看法。看来他并不十分有把握，所以文件当时仅限部分领导人中传阅。他说苏

联同美英法之间的关系是妥协为主，尽管目前妥协还不会很多。更重要的是大国

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美英法“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

结果”，特别是苏联同美英法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

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换言之，中共中央不必为

了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不断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②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等对冷

战与中国革命运动关系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信号。
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开始用“中间地带”这种话语进一步阐述他的上

述看法。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首次使用“中间地带”
来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新观察，此后不久又据此对世界政治作了与众不同的系统

阐述。他当时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图景: 在“美国和苏联中间

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即“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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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8 日，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5 页。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 年 4 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版，第 1184—1185。



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

苏联的”。在毛泽东看来，“中间地带”有两重属性。从地缘角度看，那片地方处于

美苏之间而且“极其辽阔”;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里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殖

民地、半殖民地等两类，它们中的每一类都力量不足，但加在一起则数量极为庞大。
毛泽东认为，3 月以来美国进行反苏宣传是在释放烟幕，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压迫

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

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所以，只有“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

的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① 根据这个逻辑，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

美国到处侵略扩张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美苏之争”自然

也就不是中心、也不是最重要的了。
11 月 21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三人在延安枣园开会。当时由负责宣

传工作的陆定一做记录，这表明他们是打算宣传这次会议中提出的观点的。毛泽

东在发言中再次概要地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说现在世界分成了三块地方

即美国、苏联和美苏之间，其中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

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中共革命因此而“与世界有紧密的联系”。他还估计，未来

的发展很可能是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就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样，反正就不可能是美苏矛盾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②

经过在这个小范围达成共识后，毛泽东指示陆定一专门写一篇文章阐述上述新

见解。
陆定一很快完成了初稿。该稿经毛泽东两次批阅，以及刘少奇、周恩来、胡乔

木等阅后表示同意，于翌年 1 月 4 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该文

集中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的核心，即“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

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那种关于世界政治中“美苏矛盾是主要

的”等观点，则是“中外反动派的武断宣传”。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中，中国革命在世

界政治中地位大大上升，属于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一部分。中

共中央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中共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符合世界政治的大

潮流。③

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思想首先是为了中共战略转变的需要，既

然中共中央选择了战争解决问题，就必须回答同战后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相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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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93—1194 页。

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 年 11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7 页。

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1946 年 1 月 2 日，《解放日报》1946 年 1 月 4
日。



界政治的新特点是什么，以及中共的战略选择同世界政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

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描述其实是很实用的，他对世界政治的本质的论述远不能说

是准确和完整的，但的确满足了中共战略转变的实际需要，而且这些论述还是把握

住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即中共可以走自己的路，因为不论美国和苏联在世界其他地

方的关系和对抗达到何种程度，它们实际上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介入国共内战。
不过从更长远的影响看，需要指出，“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着一种新的认同

的萌芽，其核心是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在内的民族和革命运动有着比大国政治更为

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根据陆定一文章的论述，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

线”，它包括“美国的人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
等“十几万万人的极其巨大的队伍”，这“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的一页”。文章没说

苏联是这个“世界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尽管肯定了它会给予“同情和支援”; 中国

则与苏联不一样，“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是这一段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一部

分”，中共应该“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① 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

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他说“打破了德国，来了英法左倾，打破

了日本，来了中国革命”。② 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苏联一样。后来的发

展证明，这种新认同既然萌发，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的世界地

位的判断，以及影响后来中国对亚洲的政策。那个地区是“中间地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舞台。
之所以说“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的只是一种新认同的萌芽，是因为“中间地

带”思想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延续了一年时间。到 1947 年 9 月，欧洲九国

情报局会议召开以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一度消失了。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及它立即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尤其重要的是

苏联借此公开宣布它将担当起世界反美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党情报局会

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指出，当前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错误倾向是过低估计

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集团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只要不怕美国的战争恫吓和

讹诈，就可以挫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任何计划。③ 这一论述显然非常有利

于中共中央的战略决定和克服中共党内的“恐美”思想或倾向。所以，自从共产党

情报局的《宣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很快接受苏联的观点，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

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以及苏联是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者，等等。毛泽东还充分发

挥《宣言》对世界形势的论述，宣称全世界反美力量超过了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

以及中共“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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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 年 11 月 21 日。
《共产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5 页。



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①

不过，毛泽东此时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分析还是有明显的差

别。在“中间地带”思想中，中国革命是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虽然还不是唯一的

中心。情报局《宣言》则断言，世界政治的中心仍然是在美苏之间，美苏之争的中

心还是在欧洲。《宣言》几乎没有涉及中国革命和中共，而中共也没有被邀请参加

会议，在苏联看来，中共算不算共产党都还是个疑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立即

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的论述是有选择性的和很实用的，尽管他们知道“中间地带”
在地缘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确切含义是无法同“两大阵营”协调起来的。

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扬是这个时期中共战略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同样

也是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的一股源头活水。二战胜利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再次

蓬勃兴起，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诉求，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

会。实际情况是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中，民族主义的确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法宝

之一，特别能在革命队伍中激起昂扬的斗志、献身的热情与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个

时期中共革命民族主义在追求民族解放这一点上与以往并无不同，同其他政治集

团相比本质上也无不同，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于针对列强在东亚以《雅尔塔秘密协

定》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冲撞直至根本性的革命与颠覆。这一特点在

抗战刚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一次用中国话语进行理

论化的尝试。
伴随着中共的战略转折，中共的革命民族主义进入新的高潮。1947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军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部署。
这次会议决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接受情报局《宣言》的观点。不过，毛泽东

的很多讲话内容与其说是在迎合苏联对世界政治图景的新描述，不如说是在继续

为中共的战略做论证。会议期间的讨论反映出党的领导层存在不同的意见，与会

干部中有人认为，仍然存在爆发大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尚不

足以制止战争”，等等。毛泽东则有针对性的重申了他在 1946 年 4 月那个短文件

中提出的观点，特别是批评一些中共干部“谈帝国主义就好像谈虎色变”。他说那

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多年与帝国主义斗争，遭受失败，故精神有些害怕”。特别

是他指出“恐美”在苏联也有，“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纸烟，对伟大的现实看不

起，这就是由于战争受了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

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热衷走议会道路而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挫折。毛泽

东还流露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的赞赏。他以南共领导人在共产党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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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期间强硬批判美国为例，暗示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有些软弱。① 对

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运动是首要的，他无非是要使中共指战员获得一次精神解

放，但他对南共的赞扬和对苏共的暗指显然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

苏南关系破裂后他一度被怀疑为是中国的“铁托”。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所包含

的革命民族主义诉求使毛泽东在涉及中国世界地位的问题上不可能同苏联始终保

持一致。

二、“东亚革命中心”:“一边倒”中的地区政策定位

论述“中间地带”思想的缘起及它与“两大阵营”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要否

认后者对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影响。本文要做的是将焦点从中苏结盟与中美对抗等

等转向“一边倒”对中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核心就是在建国伊始，毛泽

东等把即将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确定为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
有关中苏同盟的研究聚焦于 1949 年 2 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

坡对中苏结盟的意义时，几乎都忽略了后者向中共中央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斯

大林有意让中共担当起东亚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此后一直到毛泽东建国后访问莫

斯科的历次双方高层交往中，这一直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其结果对中国亚洲政

策的影响巨大。苏联对外政策转上冷战轨道之后，斯大林试图更积极地推动亚洲

的革命运动，苏联有关部门开始在亚洲寻找合适的代表。他们最初并不很关注中

共的地位，这同斯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估计有关。② 这种情况持续到 1948 年春天，

中国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关系的发展，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

电报联系等等，导致斯大林决定让中共承担亚洲革命中心的重任。
米高扬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转达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他在强调中国革命

的亚洲意义时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

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不应参

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并询问“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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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上的谈话》，《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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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7 页。



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否有可能。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并说要争取

“尽早成立”。他说“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紧密些，同其他共产党联

系较少”。然后双方还谈到具体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希望在中共军队占领华南并

等局势稳定后再讨论。① 此后，毛泽东的确同斯大林探讨过组建共产党东亚国家

局。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导致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其关键是使中共领导人相信

他们从此要承担起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责任。
在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之间至少谈论过中共在东

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这时是相当谨慎的，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

为他刚刚告诫说“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② 3 月 13
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很明确地说，中国革命是 20 世纪可比肩于俄国

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他不赞成王明说

他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提出了这样几

个理由: 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宽阔，这样定义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

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 第二，如果有的国家不听中国的，“直

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第三，“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

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③ 毛泽东这时

还是谦虚的，不过他列举的理由中并没有完全否认中国革命在亚洲地区将拥有首

要地位的内在逻辑。
在刘少奇 7 月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本人亲自说明希望中共成为东亚

革命运动的中心。他明显地突出了东亚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刘少奇描

述了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移动的历史过程，即在马克思恩格斯去

世后，世界革命从欧洲“移到东方”即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说

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责任更大了”。会谈中，随同刘少奇访苏的高岗提出

中共参加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一是“中国是

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东欧的不同。他建议

组织一个“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因为“在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

的”，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东亚是有普遍意义的，苏联也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

盟。④ 可以推断，斯大林这些评价会极大地强化中共领导人对东亚地区革命的认

同和责任感，他们看来是乐于接受这种使命的，尽管他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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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采取重大的行动。当时，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从东亚革命的

角度考虑问题了。刘少奇当时专门就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一个

报告，他直言不讳地说，报告中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经验”。①

建国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公开宣布愿意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建国仅

45 天，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担任这个会议主席团的主席

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

性的，即“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

路是毛泽东的道路”。② 他在会议期间还发表讲话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就意味

着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国资

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

重的责任”，而且“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③ 刘少奇的两篇讲话逻辑清晰，显示了

中共领导人的地区认同、角色理解和对支援地区革命的相当明确的义务感。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讨论了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中苏决

定结盟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3 月 4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
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这种时间

上的连接至少表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涉及亚洲的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刘少奇在

这个指示中写到: 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

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

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

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

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④ 这是“一边倒”严重影响中国处理亚洲事务的认知与

态度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承担东亚革命中心的重任。
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一边倒”对中国领导人理解何为外交的直接影响。

1949 年 11 月 8 日，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建国后的

外交任务“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 另

一方面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国家机器是阶级斗争的武

器，它的对外功能就是“联合各兄弟国家，联合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反对敌视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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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8 月1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1949 年 8 月 14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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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第 160—161 页。
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 年 11 月 23 日，《建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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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家。① 比较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国领导人分别处理同越南和印度建交问题是

有意义的，这两个案例对于解读“一边倒”的影响相当典型。
新中国成立不久，越共中央即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访华，争取军事援助和恢

复中越两党高层直接联系。中共中央当时希望越共能协助阻止国民党军队败逃到

越南境内，并考虑向越方提供军事援助。② 不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毛

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 月 24 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云南局势时

说，越共代表明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并要求互相给予外交承

认。他告诉毛泽东，政治局开会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国之前，与“胡志明建立外

交关系是可以的，利多害少”。至于“害”是什么，电文中没说，只是请毛泽东定

夺。③ 毛泽东当天即回电要求刘少奇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
公开来华，中方“予以公开欢迎”。④ 刘少奇接电后即通知越方派“一个政治上负责

任的代表团来北京”，不过他明确提出“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⑤ 此后，双

方很快就建交问题达成一致。1 月 15 日，越共中央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

定承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 3 天后回电，宣布与

胡志明的共和国建交。⑥ 19 日，《人民日报》以《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 祝中

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为题发表社论高调予以肯定。⑦ 胡志明则已经踏上亲赴北

京求援的旅途。
1 月 25 日，胡志明到达武汉。直到这时，刘少奇才从中南局的来电中知道，到

访的越南“负责任的”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感到兹事体大，因为这毕竟是要

接待第一位国家元首。他立即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善加款待后

“周密护送来京”。第二天他即电询毛泽东，对胡志明本人来访，北京是否要公开

欢迎? 毛泽东复电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他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都

应前往车站迎接，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

他和周恩来回京后举行“峰会”。28 日，刘少奇转达胡志明的一封电报，后者提出

打算秘密访问莫斯科。这样做的好处对胡志明是显而易见的，他可以一举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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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 年 11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
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 页。

刘少奇:《关于截击和解交逃入越南境内国民党军残部问题的电报》，1949 年 12 月，1950 年 2 月、3
月;《军委为准备进军云南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8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197—
199、201 页。

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
文稿》，第 1 册，第 226—227 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28 页。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接待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代表团问题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29 页。
周恩来:《关于中国与越南建交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9 日。
《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胜利: 记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人民日报》1950 年月 19 日。



越“峰会”和苏越“峰会”。
1 月 30 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北京的领导人并没有公开到火车站热烈迎接，

刘少奇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以便继续保密。当天晚上，刘少奇设宴招待胡志明

并随后举行了会谈。胡志明对他想要获得的援助是富有想象力的，他甚至提出要

得到飞机等等。刘少奇表示愿意满足越方大部分要求，具体方案要同毛泽东商量

后确定。会谈后，刘少奇打电报告诉毛泽东，胡志明是光脚走了 17 天才进入中国，

知道如去莫斯科往返要个把月，便打算取消这个行程，而且为见到毛泽东而在北京

等一个月亦“认为不可能”，那样会耽误革命工作。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

苏，他说斯大林经劝说已同意立刻接待胡。为了能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说服

了斯大林派飞机到北京接驾。①

胡志明于 2 月 6 日抵达莫斯科，访问期间他有机会被斯大林接见，从披露的会

谈内容看，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斯大林已经将援越抗法的重任交给中国，毛泽

东也已经毅然承担起这个重任。② 2 月 16 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胡志

明借参加宴会的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越共也与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斯大林除

了高度赞扬胡志明很有智慧，其他未置可否。③ 不过不管怎样，越南已经被带到苏

联阵营之中。
在同一时间，毛泽东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处理与印度建交问题。建国前后，中国

领导人将刚独立不久的印度视为国际反动势力的一部分。在《人民日报》的版面

上，印度政府被定义为“反动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④ 对印度的这种负

面评价因当时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而愈加强化。1949 年 12 月 16 日，缅甸

政府致电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莫斯科打电报告诉周恩

来，要求对方“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相关问题，他说“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

应如此”，而谈判则是为了保证“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毛泽东的复电既有对缅

甸政府的阶级定性，也包括了要求对方派代表谈判的真正目的。⑤ 21 日，周恩来在

回电中表示很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通过先谈判再建交来“取得主动”，“并可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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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 年 1 月、2 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421—426 页;《毛泽东、周恩来为问候胡志明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 年 2 月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4 页。可参阅 ZhaiQiang，“Transplan-
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1950-1954，”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 57，October 1993，No． 4，p． 692。

窦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 《中国军事顾问
团援越抗法实录( 当事人的回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1 页。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 1950． 1—1958． 10》，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印度反动政府血腥镇压人民》，《人民日报》1949 年 3 月 15 日;《中印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帝国主

义阴谋! 印度共产党与社会共和党电贺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分别贺电》，《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20 日。
毛泽东:《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19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1 册，第 193 页。



中适( 原文如此) 宕时间”。① 他当天即复函缅甸政府要求举行建交谈判。此后不

久，印度政府亦表达建交意愿，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照此办理。
1950 年 1 月 17 日，刘少奇电告毛泽东，尼赫鲁本日发来一电表示，唯有同意

两国已经建交并采取实际步骤“才能进行有效谈判”，即先建交后再谈判。② 此后，

刘少奇就此事再电毛泽东，提出对印度来电的答复方式，并认为处理方式会涉及同

英国的关系。20 日凌晨 1 时，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同意给印度的答复，但对英国的

答复“应当拖一下”。显然是因为对刘少奇转达的外交部一些人的看法不满意，毛

泽东在电报中说，他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因为“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

中”。③ 他当天晚些时候又发给刘少奇一封电报，专门解释要求与印度等国家谈判

建交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谈判无非是“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

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外交关系，相反地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

进来”。他还认为，拖住它们的好处是“同时也可使美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

的时日”。④ 毛泽东将这些国家主动提出与中国建交等看作是想要“钻进来”，既然

将印度定义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也就适用于中印

建交。在中国政府举行的一些活动中，也特意不邀请印度代表参加，以示对社会主

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区隔。中国于 4 月 1 日同印度正式建交，导致中国很快

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在解放军已着手准备向西藏进军。
此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先后做出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的决定，它们无疑是中

国亚洲政策形成过程中有长久影响的事件，对此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成果，故不赘

述。当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时指挥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和越南人民军

对法军发起边界战役时，可以想象他心中多少会有“亚洲革命中心”的感觉。毛泽

东等对中国革命经验在亚洲具有普适性的信念在很长时间里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

亚洲政策。

三、重返“中间地带”

从建国直到 1955 年 4 月亚非会议召开，与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是印度、缅甸、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这种近乎停滞的发展状况固然同美国的遏制

政策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影响中国同亚洲新兴国家关系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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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英印谈判其目的在拖延时日之指示》，1950 年 11 月 20 日，外交部档案馆: 110-00022-05。



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领土争端、华人华侨等，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完全没有同

这些国家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既没有到过那些国家，也没有直接接触过那里

的领导人。不过也有必要指出，“不承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政策被继续

贯彻和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本质的理解等，是至关重要的“内因”。斯大林逝世后苏

联调整对外政策、美国军事遏制造成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以及国内实施“一五计

划”等重大事态的发展，推动中国亚洲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朝鲜停战则是重要

的契机。
1952 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和中国领导人将关注转向国内事务后，他们已经在

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当时，中国除了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同美国对抗之外，

对外关系需要有新的发展领域，首先就是发展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诚如他们

最初交往所获之心得，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

强一些”。① 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讲

话，他修改了此前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一贯阐述。他说区别不同国家的“主要关

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阶级属性，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一

个问题:“外交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就

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② 这在今天看来是简单明了

的结论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执政党间的党际关系是

决定性，通行的国家关系准则被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并不能被运用于与

其他类型的国家关系中，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即使是在苏联阵营国家之间它也是

不可持续的。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为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相处找出行

得通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首先是中印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调整亚洲政策注入了重要的动力。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西藏局势逐步稳定，中印之间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随之凸显，双方不断就印度在西藏

一些地方驻军、印度外交人员的特权等进行具体交涉。1953 年 9 月 2 日，尼赫鲁

致函周恩来，提出双方就中印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③ 三天后，印度外

交秘书面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份备忘录，提出“尽快商讨所有待决问题”，

认为过去的经验证明，“零星考虑个别问题不能引导向圆满解决”。④ 10 月 3 日，

赖嘉文再次向袁仲贤面交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乘最早的机会”解决两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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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版，第 420 页。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48—54 页。
《赖嘉文大使转达尼赫鲁总理致周恩来总理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来电》，1953 年

9 月 2 日，第 9—11 页，外交部档案馆: 105-00119-03。
《印外交秘书 R． K． 尼赫鲁面交袁仲贤大使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备忘录》，1953

年 9 月 5 日，第 11—13 页，外交部档案馆: 105-00119-03。



西藏地方面临的问题。① 15 日，周恩来复函尼赫鲁，正式表示希望两国于 12 月在

北京举行谈判。他在信中提出中印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建

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必须终止，但印度在那里的具体

利益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② 23 日，尼赫鲁复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同意周恩

来在复函中提出的三点“新的基础”。③

12 月末，中印谈判如期在北京举行。31 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他

提出双方应该按照“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

处的原则”。④ 从中印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后来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看，周恩来当

时系统地提出这么多的原则是有相当强的针对性的，这也印证了处理中印关系对

于中国外交的典型意义。1954 年 4 月 29 日，中印签订了一项协定，在“序文”中包

括了周恩来的上述建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完整地载入外交文本。⑤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不能说是偶然，它反映了中国

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将革命意识形态同

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切割，才能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

至于成为不能取信于人的华丽空谈。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有比较自觉的国

家领导人的角色意识，而这种角色意识需要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构建。
此后不久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日内瓦会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国家

代表的身份参加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

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中除了苏联、
朝鲜和越南的代表，其他人都将周恩来当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中共中央政

治局的一名常委。同样，当周恩来等人作为国家外交代表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

台上时，他们也必须要用国家和国家利益这类话语思考和解释中国的政策和行为，

否则就难以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进行基本的外交交往。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对印度的访问在中国亚洲政策转变过程中有特

殊的意义，尽管这次访问的起因是尼赫鲁的反复邀请。5 月 23 日，印度驻联合国

代表赖嘉文会见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周恩来，他在会谈一开始便说尼赫鲁邀请周恩

来在回国途中访问新德里。周恩来当时未置可否，他第二天在向北京汇报此次会

47

《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 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赖嘉文大使面交章汉夫副部长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备忘录》，1953 年 10 月 3
日，第 18 页，外交部档案馆: 105-00119-03。

《周恩来总理致尼赫鲁总理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复函》，1953 年 10 月 15 日，第
19—21 页，外交部档案馆: 105-00119-03。

《高勃登参赞转达尼赫鲁总理致周恩来总理关于全盘商谈中印在西藏的关系问题的复电》，1953 年
10 月 23 日，第 22—23 页，外交部档案馆: 105-00119-03。

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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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内容时提到尼赫鲁发出邀请，不过这个内容被列在这个很长报告的第四项，只用

了两句话知会北京而已，未作任何评论和建议。① 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解决印支停

战问题了。6 月 13 日，梅农再次当面向周恩来发出邀请，他说周恩来哪怕是“路过

印度小住，一天也可以”。周恩来告诉他“现在很难答复”。这段对话被列在报告

给北京的会谈记录中，不长也不突出，周恩来也没有向北京表达任何意见。② 不过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接受尼赫鲁的访印邀请。
北京的领导人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中思考中印关系和周恩来是否访问印

度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后不久，外交部曾经就如何评价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
基斯坦和锡金等亚洲五国总理会议提交专门的研究报告，认为五国总理都赞成印

度支那停战，而且他们提出的停战方案同中国的主张很接近，特别是印度、印尼、缅
甸等在中国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有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反对美国在亚洲

建立军事同盟体系。③ 6 月 12 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有关周

恩来是否访问印度的建议，它被包括在一份有关争取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互不侵犯

条约的综合性报告中。该报告提出，周恩来访印取决于中央是否下决心积极发展

同印度这类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印度、缅甸等有可能在访问中提出

“复杂的边界问题”，而这短期内“还不可能解决”。但是，错过这次时机对中国设

想中的签订“亚洲和平公约”计划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关键是能否确

定“积极争取这些国家的方针”。④

毛泽东、刘少奇等看过报告后很快做出肯定的答复，刘少奇在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指示他接受尼赫鲁的邀请。17 日，周恩来告中共中央他决定在日内瓦会议休会

期间前往新德里。⑤ 后来因为缅甸总理吴努也发出邀请，他的行程中又增加了对

仰光的一天访问。从周恩来给北京的报告内容看，他设想这次访问的目的主要是

在解决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同尼赫鲁交换看法并争取达成共识，具体地说就是为

缔结“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打击美国组织东南亚条约的计划，以及实现印支

停战。⑥

6 月 25—29 日，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建国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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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 第一集) 1954 年日内瓦会议》，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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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会议》，第 352、354 页。
《一周电报汇编第 83 期( 关于亚洲五国总理会议问题) 》，1954 年 4 月 30 日，外交部档案馆: 102-

00212-06。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6 册，第 268—269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 386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第 386—387 页。



问非苏联阵营的亚洲国家，此前他们只去过莫斯科。周恩来分别同尼赫鲁和吴努

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印、缅领导人在声明中确认他们也同中国领导人一

样，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① 这

两个公报的重要价值是在于，它们使中国领导人相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

为中国在亚洲高举的一面旗帜，而拥有这面旗帜不仅对中国在这个地区追求的战

略目标是有益的，而且对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十分重要。周恩来同尼赫鲁会谈的

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后者说明，中国领导人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② 换句话

说，就是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在推动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同亚洲新兴国家发展合作

关系。
这次访问使周恩来更加乐观和自信。在日内瓦会议上和休会期间的外交活动

使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对印、缅的访问则是锦上添花，他相信

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天高地广，大有可为。7 月 5 日，周恩来在柳州结束了与越共中

央的会谈，说服他们接受了积极争取印支停战的方针。这相当于克服了中国亚洲

政策转变的最后障碍，他此前已经基本确定印支停战的关键就是越南方面是否下

决心做出妥协，事实也是如此。第二天，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并于当晚到

毛泽东处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汇报他的外交活动并讨论今后的对外政策。周恩

来的汇报对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调整对外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次与会者还

包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印支问

题和中国对外政策做出重大决定。③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周恩来

在会上报告了日内瓦会议的情况、他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成果，以及他同越共中央

会谈的情况，等等。他最后说“原想再关一年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有欲关

不能之势!”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而且苏联也希望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

务。④ 周恩来的介绍令与会者感到鼓舞。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表

示了肯定，而且对周恩来的建议深表赞成。他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

走出去”，因为“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

去”。⑤ 就这样，“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时期结束了。用周恩来的话说: “前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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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

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①

非常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重新用“中间地带”概括了他对世界政治的

观察与结论。他说世界形势变化很大，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一方

面苏联阵营团结的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四分五裂”。美国“主要

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

哇哇叫”，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把它盟友的地盘“占领起来”，特别是在东方占领

了诸如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很多国家。② 在他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

同他在 1946 年夏季所阐述的一样，是借口反共来控制“中间地带”。他认为在他

描述的世界政治图景中，中国“情况是很好的”，中国“走出去”发展的空间就是那

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而指导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

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③ 第二天，毛

泽东在政协常委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讲话。他说今后外交要全面发展了，而指导

方针就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④ 到此为止，中国领导人终于为他们调整对外政

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论述，其特点是通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整合到传统的

“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之中，从而大致协调了支持亚洲革命和发展亚洲外交之间的

内在矛盾，这也是他们下决心改变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8 月 24 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他再次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

他以欧亚大陆为中心，把世界政治结构描述成按照地理状况分成的三个部分，美国

所处的北美在欧亚大陆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剩下的都归于“中

间地带”。“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它的真实目标是“占领处在这

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

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⑤ 此后不久，毛泽东也这样提醒到访的尼赫鲁，他

说美国反共“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⑥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解释冷战国际体系的出现和基本特征是有其合理性

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解释建立在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即美国和苏

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及欧洲的衰落，冷战和诸多地缘和世界政治版图的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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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缘起于这个变化。毛泽东认为，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那些国家大致都可以用

“中间的”来概括，他的一系列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概括之上。不过比较

1946 年 8 月提出的“中间地带”，毛泽东此次重提这个概念还是有巨大区别的。
1946 年夏季提出的那个“中间地带”中除了英国为代表的一些中等“资本主义国

家”，其余成分是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和他们发动的革命运动。1954 年夏季描述

的“中间地带”中的主要行为体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新兴民族国家和即将兴起的国

家。至少中国领导人的目光聚焦在那些国家上，他们必须为处理同它们的关系找

到指导原则，“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和平共处”等概念就这样合逻辑地出现了。
中国领导人在 7 月 6 日到 8 日的几次会议中所阐述的思想是中国外交的一次

历史性转变的开端，在中国外交的演变过程中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随着

日内瓦会议结束，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 8 月开始，中国领导人在

北京陆续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一批批代表团。它们包括赫鲁晓夫率领

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一大批苏联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还有诸多来自亚洲和欧洲国

家的领导人和各类型的政府、政党的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周
恩来等都事必躬亲。从他们同来自亚洲、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交往中，

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开始与“两大阵营”并列; “和平”、“和平

共处”等概念则高频率地出现，成为中国领导人阐述国际政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

策的主要外交话语。与之相联系的则是重新命名亚洲新兴民族国家。
中国领导人在如何定义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在很长时间里都存在困惑。

到 1954 年夏季，在中国外交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中国领导人开始用它们来称

呼亚洲( 后来加上非洲) 新兴国家。这些概念大致分成三类，它们反映了中国领导

人认知的视角和逻辑。第一类是以地理文化为标准的，诸如“东方国家”、“亚洲国

家”、“亚非国家”等等。第二类是以国家主权独立程度为标准的，如“独立自主”、
“接近独立自主”等等。第三类是以同冷战“两大阵营”的关系为标准的，如“中间

国家”、“中立国家”、“第三世界集团”国家等等。① 显然，当中国领导人决定改变

对外政策时，他们已经在有意识地重新定义这些国家，以便为新政策找到合理的依

据，以及建立起能够进行有利和有效交往的外交话语。重新定义亚洲新兴国家的

性质和地位对中国外交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这些定义为基石构建起来的话语

系统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新认同，即中国不仅拥有不同于美国等资本

主义国家的身份，而且也不同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为与尼赫鲁会谈做准备时决定，将“东方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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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的论述中心。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阐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亚洲新兴国

家拥有三个“共同点”，即都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是农

业国、工业落后被人看不起，以及地理上都在东方、在亚洲。他分析了这些共同点

的优势和劣势，并阐述了中国将做出何种努力，甚至告诉尼赫鲁中国打算开始研究

原子弹。① 从此以后，“共同点”就成为中国领导人同后来所有到访的亚非国家领

导人会谈的主题。1955 年 4 月 19 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所作补充之

发言是一个经典之作，他将毛泽东的“认同”主题推向了一个高潮。② 毫无疑问，中

国领导人确信中国是一个具有上述本质和形象的国家，而且这种本质和形象是有

价值的和积极的，是中国外交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
中国领导人在建构新的国家认同方面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并不仅仅体

现在为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更重要的是这次认同建构的高潮同中国领导人的革命史观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人

对自己具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坚信不疑，并充满自豪和自信。这在当时固然加强了

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信心，后来则成为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领导人

因为这种认同而在内心深处生发了一种在道义上比苏联更优越的感觉，他们相信

中国在亚非( 后来增加了“拉”) 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先天地具有高于苏联的合法性。
新中国这次外交转变的高潮是中国参加 1955 年 4 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从

1954 年春季开始一直到 1955 年夏季，外交部的工作者们针对亚洲发生的如科伦

坡会议、日内瓦会议、马尼拉会议、茂物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

涉及的主要亚洲国家等等，做了大量和相当深入的调查和分析，认为亚非新兴国家

的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和反对西方; 那里的“统治阶层”为

了维护其统治也不得不举起和平和中立的旗帜，反对美国扩张和在亚洲建立反华

的军事同盟体系。③ 这些报告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亚洲区域多

边外交，更多地选择与亚洲国家合作，他们并相信能够通过亚非会议走到亚洲舞台

的中心。在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扮演了领导核心

与政策主要推动者的角色。这个时期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外交领域，这十分有利于

中国亚洲政策的迅速形成。这以后，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参加亚非会议并认真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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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直到周恩来登上万隆的讲台。中国通过参与并推动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极大

地改善了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本人则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影响力。

结 论

以上论述表明，中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蕴含着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

国领导人的世界战略思维，并对此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长远的重大影响。在

他们看来，“中间地带”尤其是其中的亚洲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这里是中国

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主要战略空间，是比中苏同盟更为持久的“落脚点”和“出发

点”; 这里有地缘安全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缓冲地区之一，

中国需要在这里狙击美国的扩张; 这里也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一场新

的战略性竞争的舞台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有可能在这里拥有足够强大的影响力

甚至是领导地位。中国领导人将从这里开始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开辟新的外交战

场，这在当时已见端倪。中国的亚洲政策转变是中国构建“中间地带”的努力的开

端，它的确打开了一个重塑冷战并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从

那时起至后来很长时间( 很有可能直到今天) ，中国都试图将这里作为自己的主要

外交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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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ic ambiguity”as the guiding thought，and hedges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through the implefmentation of its“one China policy，”with the
aim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y emphasizing“peaceful resolution，”the U． S． puts its strategic focu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he“process”rather than the“outcome．”
The pursuit of the status quo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mains
the core goal of U． S． strategy toward Taiwan，and the tren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in accordance of overall U． S．
strategic interes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iwan Model of“One Country，Two
Systems” Sun Daiyao ( 48)…………………………………………………
The Taiwan model of“One Country，Two Systems”is a type of theoreti-
cally constructed model，encompassing both a static model and a dynam-
ic structure． According to its inherent logic，the dynamic Taiwan model
can be divided into the“Model for Unification”and the“Model for
Practice．”The former is the way for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to move
towards unification，a step-by-step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hat can
go through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stage，the political negotiations
stage，and the pre-unification transitional stage． The latter is a summary
of the method，status，and experi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One
Country，Two Systems”model in post-unification Taiwan． Fundamental-
ly，the Taiwan Model of“One Country，Two Systems”is a un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constructed together by the two sides．

ARTICL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ntermediate Zone”: The Origins of
China's Asia Policy( 1949—1955) Niu Jun ( 61)……………………
From the summer of 1954 to the spring of 1955，China's Asia policy un-
derwent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o-So-
viet alliance and a series of major incidents，Mao Zedong brought back
the idea of the “intermediate zone．”He defined the “intermediate
zone，”in particular the Asian region within it，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space to change the world's political map，which had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geopolitical security． Later developments revealed that Chi-
nese leaders actually regarded the“intermdiate zone”as a more perma-
nent“foothold”and“starting point”th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t
was also one of the main stages on which China launched a new strategic
competition outside the two camp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
nion． The shift in China's Asian policy occurred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efforts to build an“intermediate zone．”These efforts opened up
a unique course that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reshaping of the
Cold War and promot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old War．


